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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期刊的窘境根源何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观察与思索 
 

原祖杰 
 

    一 

    《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将其自选集取名为《雾里看花》,对于这样一个让书店店员和图书

管理员分类上架时颇感为难的书名,无论是作者的后记还是两位同道的序言都未作出解释。在笔者

看来,书名中的主标题与其说是要表达书中内容,不如说是想传递作者的某种情绪:它既代表了作者

一贯的自谦风格,似乎暗示书中讨论的有些现象、观点多系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可以见仁见智;也反

映了作者对期刊和评价过去数十年的表现心存忧虑,对期刊编辑的职业、身份颇多质疑,对缘于体

制的学界乱象深感无奈,正所谓雾里看花似花非花,水中望月叹月惜月。 

    朱剑的两位挚友加同行仲伟民和张耀铭的序言以及他自己的后记,已经对其从事期刊编辑工

作几十年,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心路历程和文集所收文章的成文过程做了简要说明,对期刊与评价无

感觉而只对作者本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这三篇文字。对于将来的中国学术期刊史研究者来说,

朱剑无疑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对当代中国学术期刊办刊思想的贡献必将在中国期刊史上留下

重要印记。然而,如果没有 2005年早春与仲伟民、张耀铭等人的那场相遇,他的很多关乎中国期刊

发展和学术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可能会永远埋没在他那设置精密的大脑中。可以断言,是仲伟民的穷

追不舍,张耀铭等期刊界同行的热情鼓励,才激发起多年来述而不作、自命“懒散”的朱大主编的

写作热情,催生了这样一批对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改革振聋发聩的文字。 

    文集分上下两编,分别以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命题,各收 8篇论文,共计 16篇文章。从仲伟民的

序言和朱剑自己的后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朱剑的第一篇标志性且有影响的文章是《徘徊于十

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清华大学学报》2007 年第 4 期)”,可惜作者认为“此文有

些观点过时了”而未将其选人文集。在那篇文章中,朱剑将社科期刊中存在的乱象和发展的困境做

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正好可以作为后边深度阐释的评价与期刊问题的导读,因为社科期刊的乱

象和窘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学术评价之滥与期刊管理之弊。 

    二 

    在《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一文中,朱剑将学术评价泛滥的根源归咎于“人文社

会科学国际化热潮”中某些评价机构的作为,因为中国学术界的 SCI、SS-CI、A&HCI崇拜就是在

有着强烈的输出意识的学术国际化旗号下培养起来的,而始作俑者正是某些将 SCI、SSCI、A&HCI

列为关键性“量化指标”的评价机构,结果,“国际化”成了 “SSCI 化” “A&HCI 化”了。其

实,SCI崇拜只是让中国学术界误以为已经搭上了“国际化”的顺风车,因为这种风气既不是欧美一

些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也不是国际学术界的通行做法。国际学术界一些重要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至

今也不是 SSCI或 A&HCI收录期刊。如在明、清史研究中久负盛名的 Late Imperial China长期置

身于上述收录系统之外。据王笛教授回忆,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导师,曾担任该刊主编数十

年之久的罗威廉教授在一次交谈中还问他:“什么是 SCI?”的确,迟至上世纪末,大部分美国的人文

社科领域的学者还不知道 SSCI 和 A&HCI 为何物。因此,与其说以 SCI、SSCI 和 A&HCI 为最高

标准的期刊评价和学术评价是人文、社科国际化的产物,不如说这些本来只在个别领域和少数学术

机构采用的收录系统或评价体系中国化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将 SCI 戏称为“Stupid Chinese 

Idea”,是中国人捧红了SCI,并惠及SSCI和A&HCI,还给它们贴上国际化的标签,甚至创建了 CSSCI

等评价系统来实现所谓的“与国际接轨”。 

    在学术评价中,比收录更粗暴简单的是排行榜。朱剑在《摒弃排行榜:走向科学评价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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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痛陈期刊排行榜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是撕裂了评价,使得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各自独立甚至对

立;其次是误导了期刊,期刊为追求更好的评价结果就会研究迎合评价机构偏好;再次是败坏了学风,

学校、教师乃至学生的名誉和利益无不为之绑架;最后是危害了研究,导致研究目的偏离学术追求

(《雾里看花》,第 135页)。 

    与大学和学术相关的排行榜的始作俑者,应该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某些媒体,这些媒体声称其

炮制排行的目的是为学生择校提供参考。记忆中上世纪 90 年代一些美国的大学校长曾联名抵制

大学排名,但收效显然不大,各种排行榜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呈愈演愈烈之势,而这种风气恰恰与中国

的学术大跃进同步,因此不能排除中国高校在背后的推波助澜之功。高度行政化的中国学术已经形

成对评价的路径依赖。而这种依赖又反过来鼓励了各种评价机构的崛起和各种排行榜的泛滥。诚

如朱剑在文中指出的,“行政权力部门采信什么样的评价,就会将什么样的评价者送上权力的宝座”

(《雾里看花》,第 131页)。由此可见,学术评价被滥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不断加深的学术行政化。

无论是 SCI、SSCI、A&HCI收录系统,还是期刊排行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也只有在中国大行其道,

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都能够借助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中强大的行政权力而牟取自己的利益。 

    三 

    如果说评价之弊源于体制,那么期刊定位就更受到体制的制约了。朱剑曾不止一次地质疑他为

之奉献半生的高校学报是否具备学术期刊的资质。中国高校学报从 1906 年《学桴》创刊,经历一

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原来一些好的传统如编研一体等基本丢失殆尽,而多学科综合性、稿源内向

性这样一些与学术共同体利益相悖的特征却保留下来,并且在单位行政权力不断强化的新世纪继

续得到维护。朱剑指出,学报在世纪之交进行了大扩容,社科类学报近年来已经达到 1300余种。“传

统的'窗口 ''园地'固然得到了继承,但在综合性学报的数量达到一定量级变成'千刊一面'后,根本无

法拥有自己的忠实读者,成了无人观望的'窗口 '和专门留给本校教师自产自销的'自留地'”(《雾里

看花》,第 344页)。 

    在朱剑看来,如果一份期刊没有清晰的学科边界,不能面向学术共同体,其存在与否都不反映学

术共同体的意愿,而只是某些单位意志的体现,这样的期刊就很难称得上是纯粹的学术期刊。中国

的多数大学学报都是这样一些单位意志的产物。而对于在学报工作的趋于职业化的编辑人员来说,

他们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因为单位编制造成的阻隔而日渐淡化,不免会产生身份焦虑。朱剑文集中

最后一篇长文《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在总结和梳理过去 40年学术期刊

编辑身份演化的同时,也回顾了 2003 年教育部名刊工程实施以来,学报界一批志同道合的主编和

编辑,为重新定位学报和建构编辑身份做出的努力。 

    四 

    焦虑和质疑是改革的动力。与学术期刊界很多安于现状、信心满满的期刊编辑不同,以朱剑、

仲伟民为代表的一批学报界同道首先站出来要革自己的命,开启了期刊改革的艰难历程。其改革思

想大多体现在朱剑从 2007年到 2018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在该文集收录的 16篇文章中得到较

为全面的反映。朱剑的改革思想和方案设计周详而缜密,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撮其大端: 

    其一是借助教育部名刊、名栏建设东风,推动学报学术化、规范化发展,与仲伟民等期刊主编

合作,首先在部分学报摒弃了以评价为导向的编排规范,回归学者本位,让学报的面貌焕然一新。 

    其二是推动网络专业刊建设,克服综合性学报拼盘化弱点,让学报及其编辑人员更接近学术共

同体。由 17家名刊工程学报在 2011年联合发起网络专业刊建设联盟,将每期内容重新按专业组合,

在知网与纸质刊同步出版 10 种专业刊。后来参与期刊扩大到一百多家,出版的专业刊和专题刊也

达到数十种。 

    其三是利用新媒体为学术出版提供的新的可能性,与超星等出版集团合作,提出学术发表的域

出版概念,以统一的投稿平台、审稿平台和出版、评价平台等设计,超越单位办刊带来的种种制约,

还学术期刊以发展自由,使之真正回归学术共同体。 

    上述改革思想在实践中因受到传统观念和现行体制的双重制约并未完全实现朱剑的初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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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思想显然已在期刊界发酵,并在过去十年中激励着一批不安于现状的期刊编辑同行,去检视学

术评价和学术期刊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寻求学术期刊改革的正确方向。 

    五 

    对于朱剑的为人为学,以及他对学术期刊发展的贡献,仲伟民和张耀明在他们各自的序言中已

做了精当的评价。张序中对朱剑的人品、思想大加赞赏:“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他不被名利绑

架,所以也就不需要去应付和说客套话,因此他的时间变得富足,空间变得自由,思想变得独立。”仲

序中特别强调了朱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希望中国的学术期刊和学术研究能够走出目前的困境,

希望中国能够办出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并走向世界,从而带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对于这些评价,笔者

深以为然。如果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期刊在整体水平上有所提高的话,应该与朱剑等人对期

刊界乱象毫不留情的批判和为革除弊端奔走呼号的努力不无关系。 

    朱剑是位理想主义者,也是位完美主义者,这一点从他对“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的

构想中即可见一斑。他设计的“专域学术在线出版平台”体现了他对新媒体时代学术传播模式的

理想化建构,但却脱离了包括大批高校学报在内的中国学术期刊特殊的制度环境和生存状态,也未

能顾及以营利为最终目标的平台合作方急功近利的特征,致使他的“超云”平台因为合作方的人力

和技术支持均没有到位而陷入难产境地。 

    作为理想主义者,朱剑和他的期刊界同道们近年来所孜孜以求的让学术期刊回归学术共同体

的目标其实并不算高,他们的很多改革设计也不过是力图让中国的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更接近于

正常状态。即便如此,面对盘根错节的体制性障碍,他们的改革努力即便不是四处碰壁,也一直是举

步维艰,这或许是改革派的宿命。不过,有此文集作证,至少可以向后人交代,这代期刊人并非都是安

于现状的,他们有过焦虑和质疑,他们并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们为中国的期刊发展和学术进步尽到了

自己的责任。 


